




　　内容提要 :近现代 ,在各国国内 ,随着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 ,中央立法机关已无力包揽所有的经
济立法工作。于是 ,各国便普遍以授权立法的方式 ,将非基础性的经济立法事务交由行政部门完成。同
样 ,在跨国层面 ,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不断增加 ,仅仅由各国外交代表等通过传统的正规途径共同缔结
国际经济条约 ,已越来越呈独力难举之势。鉴于此 ,在全球治理理念的主导下 ,各国政府下属经济管理
职能部门开始不断地组成跨政府组织网络 ,开展辅助性的国际经济立法活动 ,其所制定的虽为“软法 ”,
却有“硬效果 ”,构成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殊国际经济法律渊源。





组织网络在国际经济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却几乎无人问津。可以说 ,在我国学界 ,这种跨政府
组织网络迄今仍属一个未受关注的国际法及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之“处女地 ”。从立法主体和法
律性质上看 ,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是一种特殊的国际经济法律渊源 ,对此类国际经济
法律渊源展开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例如 ,众所周知 ,《巴塞尔协议 》是目前关于跨国银行管制的
最重要法律文件 ,然而 ,长期以来 ,我国学界对其性质争论不休 ,提出的主张可谓五花八门 ,计有“国际惯
例说 ”、“国际习惯说 ”、“国际契约说 ”、“国际协议说 ”、“有拘束力建议说 ”、“行为规则说 ”、“国际软法




自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 ,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民族
国家运用权力对国际经济事务实行“自上而下 ”的单向度“统治 ”;相应的 ,在国际经济立法中 ,民族国家





“全球经济问题 ”。由于全球经济问题 (如金融危机 )本身就是市场在跨国范围内失灵的产物 ,不可能自
发地通过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 ”加以解决 ;即便有各国政府的介入 ,也存在着国际政治失效的可
能。因为世界上没有全能的国家可单独或共同解决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 ;换言之 ,传统的国家“统治 ”
方式已无法单方医治全球经济问题这一顽疾。
为了弥补跨国市场失灵和国际政治失效的欠缺 ,便产生了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第三种路径 ———全
球治理。所谓的“全球治理 ”是指 ,对于全球问题 ,需要以共同目标为支撑 ,采取相互协调的方式 ,将不
同层次上的各类行为体联结在一起 ,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实行“各种路径的综合治理 ”。这就意味着 ,
在从“统治”到“治理 ”的过程中 ,民族国家的权力将向上、向下和横向向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扩散。〔2 〕就
国际经济领域而言 ,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经济组织分流 ,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 (跨国
商业社会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全球市民社会 )分流 ,向下是把权力分流给中央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
职能部门 ,由它们分别与外国相对应的职能部门以灵活的方式开展合作 ,包括成立非正式的国际组织





战。鉴于此 ,一些激进的全球化理论断言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的
权力将逐步转移给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全球市场和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市民社会 ,最后将导






义尤其是凯尔森的规范法学派理论 ,为形成一个“一元化 ”的法律秩序提供了法理基础。〔3 〕在对外方
面 ,传统国际法独尊民族国家为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 ,主张主权国家只以统一的主体身份参与国际立法













在“统治”方式下产生的是“硬法”,在“治理 ”方式下形成的则是“软法 ”。参见 U. MÊrth,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2
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 im ited, 2004, p. 1.
参见 [美 ]詹姆斯·罗西瑙 :“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载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 :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
第 61页。
K. Jayasuriya, “Globalization, La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vereignty: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Regulatory Governance”, Indi2
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 tudies, Vol. 6, 1999, p. 438.
Anne2Marie Slaughter,“Govern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Government Networks”, in M. Byers ( ed. ) ,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2
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7.
国家之“政府 ”仅为“一元化 ”的单位 ,而应像在国内那样 ,“政府 ”也可分别理解为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








际组织没有法人地位 ,其运作的场所和机构简约而灵活 ,且多不是依据条约 ,而是按照各成员共同达成
的若干目标或章程而设立 ,对各成员没有法律约束力 ,所形成的是一种宽松的合作机制 ,诸如银行监管
巴塞尔委员会、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6 〕由于跨政
府组织网络由成员方政府各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代表组成 ,处理的是该部门所涉的特定经济管理
事务 ,以便发挥各自的技术性优势 ,因此 ,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功能多是单一的 ,一般不具有综合性。就
此 ,与国内的行业协会有相仿之处。
从全球治理理论来看 ,跨政府组织网络的缘起 ,除了其能为全球经济问题提供更多的治理渠道和法
律渊源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治理方式适合于处理那些事务性强的全球经济问题 ,为传统的政府间
经济组织及国际经济条约所无法取代。跨政府组织网络及国际经济软法与德国著名法理学家图依布纳
倡导的“反思法 ”理念有许多共同之处。〔7 〕图氏在吸收社会学中自组织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反思
法”( the reflexive law)的概念 ,认为法律发展已经历了“形式法 ”和“实质法 ”的阶段 ,现正向“反思法 ”过
渡。“形式法 ”以形式理性为基础 ,主张创制并适用一套普遍的规则 ,以法律推理来解决具体案件 ;“实
质法 ”强调实质理性 ,主张法律有目的地干预社会生活。然而 ,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 ,大大超越了人
们的认知限度 ,试图通过“实质法 ”的直接干预来求得社会的公正结果 ,面临着诸如“理性危机 ”之类的
问题 ;与实质法以“结果为导向 ”不同 ,图氏推崇的反思法以“过程为导向 ”。具体而言 ,“反思法 ”只限于
为社会主体在反思理性基础上的自主管理 (诸如沟通、分权、计划和积极冲突等 )提供结构性机制和程









与“跨政府组织网络”相对应的英文术语为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Government Networks等。但是 ,如将这些英文术语直译
为“跨政府网络”尤其是“政府网络”,容易与政府部门或跨政府部门的计算机网络 (web)之意相混淆。既然典型的 Transgov2
ernmental Networks、Government Networks是依托非正式的国际组织建立的 ,故中文将之译为“跨政府组织网络”为妥 ,且不易产
生上述误解。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Government Networks还可由各国相对应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部
门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情况备忘录等方式结成 ,以此作为互动的基础。目前 ,这些“半法律 ”性质的“行政协议 ”多出现在跨
国证券监管、反托拉斯、税收以及货物管理等领域。但因它们连作为承载机构的非正式国际组织也没有 ,过于松散 ,故不具有
典型性。
Anne2Marie Slaughter, “Global Government Networks, Global Information Agencies, and D isaggregated Democracy”, M ichigan Jour2
nal of In ternational Law, Vol. 24, 2003, pp. 1048 - 1053.
K. Jayasuriya, “Globalization, La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vereignty: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Regulatory Governance”, Indi2
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 tudies, Vol. 6, 1999, pp. 452 - 453.
图依布纳曾以合同法为例说明“形式法”、“实质法”和“反思法”的不同特征 :就一项合同义务发生的纠纷 ,“形式法”关心的仅
仅是合同是否满足法定的普适性形式和实质要件 ,对于这些法定要件适用于合同造成的社会效果 ,在所不问 ;而“实质法 ”关
注合同的后果 ,表现为立法机关对合同规定诸多的强制性规则以及法院有权通过变更合同条款以对合同实行直接干预。与
前两种法律截然相反 ,“反思法”只是为当事双方构建一些讨价还价的关系 ,以使他们具有平等协商的能力 ,并顾及合同可能
对第三方造成的外部性影响。在如此以“过程为导向 ”的建构制度下 ,当事人可以自由达成他们所期望的任何协议。可见 ,
“反思法”并不决定合同的具体内容 ,但却影响了合同后果的性质。参见 [德 ]图依布纳 :“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 ”
(矫波译 ) ,《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 2卷第 2辑 ,第 597 - 598页。
详见 [英 ]雷纳特·梅因茨 :“统治失效与治理能力问题 :对一个理论范式的评价”,载俞可平主编 :《治理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08 - 210页。
传统的国际经济条约一般以具体的“规则 ”直接规定各缔约国的权利义务 ,并具有国际法上的强制
效力 ,可归入“形式法 ”或“实质法 ”的范畴。例如 ,《世贸组织协定 》对成员方制订了比较严格的国际贸












来的一个结果是 ,哪个国家管制严 ,跨国公司就会移出业务 ,将之转入管制松的国家。鉴此 ,为了留住跨
国公司的业务 ,各国可能会竞相放松管制 ,以致出现恶性的“管制竞争 ”,而“竞争到底线 ”的过程使得各
国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权力渐失。为了阻止自己权力的流失 ,这些部门必将着力创制和参与跨政府组
织网络 ,通过此类网络进行国际管制协调。例如 ,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美国、英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












“清谈馆 ”。〔11〕应该说 ,这样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首先 ,传统理论通常把国际法的适用
僵硬、简单地理解为强制性地“保持国家行为与法律规则一致 ”的情形 ;相反 ,晚近的一些国际法学者提






E. Colombatto & J. R. Macey, “A Public Choic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Cooper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Cardozo Law Review, Vol. 18, 1996, pp. 925 - 9561
K. Anderson, Book Review: “Squaring the Circle? Reconciling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Global Government Net2
works: A New World O rder by Anne2Marie Slaughter”,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8, 2005, p. 12761
做到认为有必要、也有能力履行国际法 ;而不是动辄就运用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施以报复的手段 ,
因为这样不但会给受报复者和报复者均带来高成本 ,而且会引起国际法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12〕
按照该理论 ,通过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相互协商 ,交流信息 ,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开展其他能力建设活动 ,
有利于各国切实遵守相关的国际经济软法。
实际上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治理规则虽为国际经济软法 ,但此类“软法的硬
效果 ”却不容忽视。〔13〕具体而论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多属各方“保证型博弈 ”或“协调
型博弈 ”的结果。按照博弈论 ,在这两种博弈模式下形成的国际制度 ,其实施一般无需有集中化的权力




在“保证型博弈 ”和“协调型博弈 ”模式下 ,共同遵守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 ,可以给各
方带来共同合作的剩余 ;而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特性来看 ,其又可使得这种共同合作的剩余不断扩大 ,
从而给各方积极实施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增添动力。经济学中的“网络化效应 ”原理可
以作为开展这方面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所谓的“网络化效应 ”,是指使用同种商品或其兼容商品的用
户越多 ,那么 ,对于单个用户来说 ,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大。“网络化效应 ”既可能存在于有形的网络
(如微软的视窗系统 ) ,也可能为无形网络 (如语言 )所具有。正像标准化和“网络化效应 ”能给企业带来
各种好处那样 ,〔15〕在无形的跨政府组织网络中 ,国际经济软法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网络化效应 ”,不接
受这些统一规则的国家就会被“边缘化 ”,接受了这些统一规则但不予实施的 ,同样也享受不到其网络
化的好处 ;而对于那些接受并实施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国际经济软法的国家 ,它们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收益
将越来越大 ,由此 ,这些国家脱离跨政府组织网络 ,背弃其中国际经济软法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16〕
以上依博弈论及“网络化效应 ”原理的分析表明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具有很强的事
实效力。正因如此 ,在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 ,对于像《巴塞尔协议 》这样的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规
则 ,许多学者似乎不愿归之为“软法 ”,而是试图将之纳入传统国际法的渊源之中 ,提出了各种学说 ,诸
如 :“国际习惯说 ”,认为《巴塞尔协议 》已构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习惯 ;〔17〕“国际协议说 ”,认为《巴
塞尔协议 》属于具有国际条约效力的多边国际行政协定 ;〔18〕以及“有拘束力建议说 ”,认为《巴塞尔协
议 》是国际清算银行这一国际组织的外部决议 ,本身并无法律拘束力 ,但一经成员方接受便对其产生法
律效力等等。〔19〕实际上 ,这些学说都充分认识到了《巴塞尔协议 》的强效特征 ,但似乎不明其效力的来
源 ,因而以法律人惯有的思维力图将之“硬法化 ”。然而 ,“硬法化 ”固然强调了《巴塞尔协议 》的效力 ,却
对此类协议作出了不确当的定性。
以跨政府组织网络理论析之 ,产生于此类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构成全球“治理 ”机制的一部分 ,而











B. Kingsbury, “The Concep t of Comp liance as a Function of Competing Concep 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M ichigan Journal of In ter2
national Law, Vol. 19, 1998, pp. 345 - 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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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李仁真 :“论《巴塞尔协议》的原则架构和性质”,载陈安主编 :《国际经济法论丛》(第 2卷 )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57
- 363页。
参见吕晓莉 :“论《巴塞尔协议》的性质”,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 6期 ,第 19页。





席、证监会主席等 )签署的 ,他们并非具有外交代表权的人员 ,而且这些协议签署后也无需经各国法定的
缔约程序批准 ,因此 ,不可能构成国际条约。其二 ,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也不可能是
国际习惯 ,因为这些软法处理的一般都是事务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事务 ,具有相当大的变动性 ,
难以符合国际习惯形成之客观要件对规则延续性的要求 ;同时 ,各国接受这些软法一般视之为软性全球
治理机制的一部分 (如《巴塞尔协议 》多使用“鼓励 ”、“注意到 ”等弹性措辞 ) ,因而很难推定其具有“法




相反 ,一些学者倾向于否认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 ”性质。例如 ,对于《巴
塞尔协议 》的定性 ,有的学者主张“国际契约说 ”、〔20〕“行为规则说 ”;〔21〕有的学者则认为 ,《巴塞尔协议 》
到底是具有契约属性 ,还是法律属性 ,尚无定论。〔22〕我们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 ,对于跨国层面之法律规
范的认识 ,需有更宽的视野 :不应仅仅聚焦由国家共同制定的、并主要由国家保障实施的传统国际法规
范 ,还应广泛关注由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得到当事方自愿遵守和执行的国际经济软法。这些国际
经济软法也是“法 ”,只不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 ”而已。在法理学中 ,法社会学以及批判法学都
主张“法律多元主义 ”。法律多元主义提出的基点是人属于或忠于多种多样的团体 ,并受这些团体制定
之规则的约束。这些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商业机构等等。而民族国家只是这些团体中的一
种 ,其制定的官方法律固然是“法 ”,但其他团体制定的非官方规范也是广义上的“法 ”。的确 ,官方法律








商事合同通则 》等 )都可归为“全球法 ”的话 ,那么 ,依此推定 ,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具
有“法 ”之属性 ,应当更无疑义。就此 ,有的美国学者更为直截了当地提出 ,在当代 ,国际法学者的研究








参见江曙霞 :《银行监督管理与资本充足性管制》,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88页。
详见万鄂湘、王光贤 :“论《巴塞尔协议》的性质”,载《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学报》1996年第 2期 ,第 15页。
参见刘丰名 :《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45页。
对此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哈贝马斯助手的克劳斯·贡特尔于 2005年总结道 ,作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




的法律变迁所造成的碎裂化做出更为适当的描述 (甚至是一个辩护 ) ⋯⋯”引自 [德 ]克劳斯·贡特尔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
现代化方案”,载《清华法学》2006年第 9辑 ,第 19、23页。




张 ,其“正迅速地成为当今范围最广 ,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国际治理模式 ”;〔26〕以及依跨政府组织网络可形
成一种“无需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27〕等等。斯氏及其支持者的这些观点遭到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的













务 ,主要从事的是“低级别 ”的和“技术性 ”的合作 ,处理在各自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事务性问题 ;而对于那
些在各国间存在着激烈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的“高级别的 ”经济领域 ,则只能由国际经济条约和政府间
经济组织管辖 ,跨政府组织网络及产生于该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难以涉足。例如 ,如何避免双重征税涉
及各国间税辖权的划分问题 ,关系到各国的财政收入 ,所以 ,其基本事项只能通过国际经济硬法 ———国
际税收协定厘定 ;而只有像预约定价之类的事务性问题 ,才由国际税收协定授权各国税务当局通过跨政
府组织网络 ,签订双边预约定价协议这样的国际经济软法予以处理。〔32〕
从博弈论来看 ,与“协作型博弈 ”和“劝说型博弈 ”相对应的都是国际硬法。这些强制性国际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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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2Marie Slaughter, “Sovereignty and Power in a Networked World O rder”, S tanford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Law, Vol. 40, 2004,
p. 315.
引自 P. A lston, “The Myop ia of the Handmaidens: 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Law,
Vol. 8, 1997, pp. 440、446.
引自 E. A lvarez, “Do L iberal States Behave Better? A Critique of Slaughter’s L iber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Law, Vol. 12, 2001, p. 211.
引自 S. Picciotto,“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Integration: Fragmented States and the D ilemmas of Neo2L iberalism”,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Law & B usiness, Vol. 17, W inter, 1996 / Sp ring, 1997, p.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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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既然国际硬法的创制和维持需要强国的介入 ,且它们具有强制约束力和强制实施力 ,说明这类规
则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关系 ,而非事务性关系 ,其在国际法律制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赖以建立的
是比较稳定和可靠的国际法律秩序。在国际经济领域 ,各国就贸易秩序和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协作型






而 ,无可否认的是 ,即使在国内社会 ,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以及所涉的利益程度增加时 ,人们也
会放弃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转向依靠法律规范的调整 ,从而落入所谓的“法律的阴影 ”。〔36〕这一法理学
原理也可推而广之 ,适用于国际社会 ,包括国家之间 (多通过政府间组织 )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与产生
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软法之间的关系。目前 ,各国之间的社会化程度有限 ,且在国际经济关系





首先 ,从立法“量 ”的方面来看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法“造法 ”
机制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给的不足。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规则的创制提出了越来越
强烈的需求。然而 ,传统的国际法立法深受实定主义的影响 ,认定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
础。然而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 190多个国家组成 ,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各国间
贫富不均的状况 ,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条约 ,实属不易。由此 ,国家可借
助跨政府组织网络等 ,以非正规的方式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法出多门 ”的结果将使国际经济领域法律
规则的供应趋于丰裕。
其次 ,从立法“质 ”的方面来看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可在不宜或无法由国际经济条
约制定的领域填补空缺。就立法的领域而言 ,传统国际法调整的是各国之间的“共存 ”事项 ,如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 ,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 ,由此而制定的最低限度共存之规则应
当采取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国际硬法形式 ,同时 ,这样的国际硬法也易为各国所接受。然而 ,全球化
催生的却是一个风险社会 ,各国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而进行合作之全球治理往往需要复杂的技术手段。
于是 ,正如研究全球治理理论的英国著名学者麦克格鲁所言 :“在全球性风险社会中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开始受到专家的控制 ,这样一来 ,全球治理的许多常规领域以及某些最关键领域 ,就成了职业性的或专
家委员会即知识共同体的专有领域。”〔37〕对于一些技术性强、复杂多变的全球事务性经济问题 ,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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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的功能而言 ,在一些情形下 ,国际经济条约难以创制 ,而具有功能优势的跨政府组织网络中
的国际经济软法却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 ,各国谈判和接受国际经济条约需经正规的程序。诸如 ,在条约
谈判过程中需征询专家的意见 ;条约草案需经有关部门审查和评估 ;条约签署之后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
和批准等等。在这些立法环节上即便付出了高成本 ,仍有可能使国际经济条约的创制胎死腹中。相反 ,





经济后果留下可供回旋的余地。例如 ,当一个国家的实施能力和资源 (人才、法律、制度等 )不够充分




在国际硬法的立法层面 ,有的国际经济条约的创制并非一次性成就 ,而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主要是
对于那些刚刚形成或比较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 ,因其具有不确定性 ,如贸然以国际经济条约定制 ,显有
不妥。在这些情形下 ,可以通过跨政府组织网络制定国际经济软法 ,先行斩获易得的立法收益 ;同时以
国际经济软法为框架 ,为各方提供继续互动和互学的长期机会 ,以逐步弥合各方的实质分歧 ,为最终导
向国际硬法准备条件。具言之 ,在国际经济条约的演化过程中 ,存在着三种“不确定性 ”障碍 :一是“技
术上的不确定性 ”。在各方对议题的重要性程度尚把握不准或对要解决的问题尚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
下 ,不可能仓促定约。此时 ,通过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国际经济软法的实施 ,可为各方汇集、提炼和传送信
息 ,从而为最终形成国际经济条约铺平道路 ;二是“主体上的不确定性 ”。有时 ,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
缔约的意愿和履约能力等心存疑虑 ,以致无法马上立约。此时 ,通过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实施国际经济
软法 ,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互信 ,可推动多方缔约的进程 ;三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一些国家对创制并
参加一项国际经济条约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尚心中无数。在这一阶段 ,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




“官方 ”的法律渊源。因此 ,它们容易被笼统地归入由“一元化 ”国家共同制定的传统国际法范畴。其
实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主权“碎片化 ”的产物 ,跨政府组织网络是多层面“全球治理 ”架构中的一个重要





K. W. Abbott & D.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 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4, 2000, pp. 421 -
436.
有关国际条约创制进程中“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主体上的不确定性”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以及应对策略的论述 ,详见 K.
W. Abbott & D. Snidal, “Pathways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 Benvenisti &M. H irsh ( ed. ) , The Im pact of In ternationa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0 - 84.
“构成了更为广泛的由‘统治 ’到‘治理 ’转变的一部分 ”;〔40〕“是相互依赖的世界引入的新的治理方
式 ”。〔41〕既然如此 ,对产生于跨政府组织网络中的国际经济软法在整个跨国法体系中的地位 ,应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与国内法律体系相类比 ,近现代 ,在各国国内 ,随着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 ,中央立法机
关已无力包揽所有的经济立法工作。于是 ,各国中央立法机关在仍然保留对重要经济事项立法权的同








国家主权“碎片化 ”的产物 ,那么 ,接受这样的软法是否意味着主权将受到严重的削弱呢 ? 回答是否定
的。按照传统的主权观 ,主权代表着一国固有的自治权 ,而一国参加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等实际上是
将其权力转移给后者 ,二者是一种“零和博弈 ”。然而 ,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产生于该网络的国际经济
软法对各国并无强制性的拘束力 ,因此 ,其对国家自治权的法律限制终归是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 ,
晚近 ,一些学者认为 ,传统的主权观反映的只是主权“消极的 ”属性 ,而没有重视主权“积极的 ”功能。
这些学者支持的“新主权观 ”主张 ,在国际经济领域 ,主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能
力。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各国业已无法单独控制有关的跨国经济活动 ,国家的自治权 (传统的主权 )事
实上已经受到削弱和侵蚀 ,不能认为是全球治理给国家主权带来了威胁。恰恰相反 ,此时挽救主权的
最好办法是 ,国家应积极通过参加全球治理 ,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 ,增强自己处理全球经济问题的能
力 ;换言之 ,对主权的主要威胁只能来自一国对全球治理的抵制 ,而非全球治理本身。〔42〕按照这样的
“新主权观 ”,政府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经由跨政府组织网络“多头对外 ”,显然扩大了一国参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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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S. H. Jacobs, W hy Governm ents M ust W ork Together, OECD Observer No. 186, Feb. /Mar. 1994, p. 16.
K. Raustiala, “Rethinking the Sovereignty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Law”,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l Econom ic Law, Vol. 6,




在上 ,不直接对各国人民负责 ,存在着“国际民主赤字 ”的问题 ;而参加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各国职能部门
及其主管官员受到本国公民的制约 ,它们必须像为履行国内职责那样 ,为其跨国行为对本国公民负责。
以此观之 ,跨政府组织网络比政府间组织更具合法性。然而 ,问题恰恰在于 ,参加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各
国职能部门及其主管官员只是对“本国公民 ”负责 ,而民主的合法性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对“受其
行为影响的人 ”负责。因各国职能部门及其主管官员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处理的是全球问题 ,对这些全
球问题的处理 ,必然影响到“世界各国人民 ”,故他们应对“世界各国人民 ”负责 ,而不是仅仅对“本国公
民 ”负责。无可否认 ,政府间组织难以排解“国际民主 ”缺失的问题 ,但它们的官员在处理全球问题时毕
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而参加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各国职能部门及其主管官员因只对“本国公民 ”负责 ,
其充其量不过是满足了“国内民主”的要求 ,相反将带来更大的“国际民主赤字 ”。据此 ,有的学者研究
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与政府间组织相比 ,在合法性方面 ,“事实上 ,跨政府主义倒似乎可以被看成是在往
相反的方向推进 ”。〔44〕跨政府组织网络“国内民主充裕 ”与“国际民主缺失 ”的双面性 ,势必会造成这样
的结果 ,就该网络及其国际经济软法的创制和运作 ,一方面将受制于各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另一方面 ,在
各国之间 ,也将形成强者对弱者的事实控制。诚如一些学者所言 :“确实 ,跨政府组织网络在解决许多问
题时是十分有用的 ,但这种治理国际体系的办法却受到了民族国家及其国内公民在政治上的对抗和利
益上的冲突的严重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哪怕是《巴塞尔协议 》之类的有关银行运作的技术事务
(它经常被看作是跨政府主义取得成功的典型 ) ,也隐藏着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冲突 ,这些冲突的解决也
需权力的运用。”〔45〕跨政府组织“网络像制度 ,不管其成员如何 ,是权力会聚的场所 ,并具有潜在的排斥
性和不平等性 ”。〔46〕
既然跨政府组织网络无不打上权力的烙印 ,那么 ,在此类网络中 ,哪方的经济管理标准会在相互竞
争中“脱颖而出 ”而成为普适的国际经济软法呢 ? 其答案一般只能是那些具有实力优势的国家。跨政
府组织网络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斯劳特在最新出版的专著中就坦言 ,“一个政府网络世界 ⋯⋯应
该对美国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47〕如前所述 ,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中 ,国家之间的关系多为“协调型博
弈”。而就“协调型博弈 ”而言 ,博弈各方虽有共同的合作利益 (取得更高的绝对收益 ) ,但博弈给各方带
来的相对收益却存在着差异。亦即 ,博弈双方虽然都认为有国际制度总比没有国际制度好 ,但是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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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样经济规模超大的国家 ,不但自身市场规模大 ,而且与各国的经济联系广 ,其管理标准一旦成为
国际经济“软法 ”,很容易产生“网络性效应 ”,从而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 ;〔50〕再退一步而论 ,即使权力
因素和市场力量都不考虑 ,因为强国经济管理实践发达 ,管理规则比其他国家更为健全和完善 ,在跨政
府组织网络中 ,也可能会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 ,进而发展成为普适的国际经济软法。例如 ,美国的证券
管理业发达 ,其证券管理法被一些国家视为证券管理的“圣经 ”,因而通过跨政府组织网络向其他国家
扩散。可见 ,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中制定国际经济软法 ,往往就是强国向其他国家“输出 ”或“漫射 ”其经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中 ,对收益分配起作用的通常并非一国的“硬实力 ”,而是
其“软实力”;也就是说 ,创制国际经济软法实际上往往就是认同具有“管理比较优势 ”国家实践的过程。
鉴此 ,像中国这样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应致力于发挥其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与感召力 ,推出自己的“最佳实践 ”,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进而使之融入有关的国际经济软法。现
在 ,中国已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 ,提高“软实力 ”是实施“和平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自身“软
实力 ”的提高 ,〔52〕中国在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创制国际经济软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大。作为一
个跨国政府网络的西方“七国集团 ”及其财长会议 ,近年来屡邀中国对话 ,就是典型一例。
[ Abstract] 　 In a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econom ic affairs becom ing more and more comp licated and
changeable,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organs are no longer able to undertake all the legislative work in the eco2
nom ic field. A s a result, they have delegated the non2essential econom ic legislative work to adm inistrative de2
partments. Sim ilarly, at the trans2governmental level, with the increase of global econom ic p roblem s, the tra2
ditional method of conclu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treaties by dip lomatic delegations through formal p rocess
is no longer able to deal with all these p roblem s. Therefore, guided by the idea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eco2
nom ic departments of various governments begin to form more and more trans2governmental network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law2making activities in a comp lementary way. A 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regulations they have made belong to“soft laws”, they have“hard impact”, and have become a source of 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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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理论的奠基者、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助理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的小约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 ,
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增强。详见 [美 ]小约瑟夫·奈 :“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中央日报”》(台 ) 2006年 1月 1日。
